
陶东杰，陈政弘：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再分配偏好王铁成:审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多维视角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3.04.004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江 畅: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23年7月 第21卷 第4期

Vol.21 No.4 Jul. 2023▶管理学动态与展望

摘 要：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探讨自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

402名组织员工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自利型领导对员工的创新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工作繁荣在二者关系之间起中介作

用；员工的权力距离调节自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对权力距离越低的员工，自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越

强；员工的权力距离在自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工作繁荣的中介实现，对低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

自利型领导经由工作繁荣对创新行为的间接负向影响显著，对高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这一间接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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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员工创新行为对组织有效运作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1]，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领导者作为资源的控

制与分配者，其领导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2]。领导者的行为表现通常是合乎道德且负责任

的，但有时会以一种自利的方式行事，如安然公司（Enron）的Kenneth Lay和泰科公司（Tyco）的Dennis Kozwal⁃
ski利用公司资源谋取个人私利[3]，该领导方式被称为自利型领导，指的是领导者将自身福祉和利益置于下属

需求和组织目标之上的行为表现[4]。以往的研究表明，自利型领导会导致负面结果，如员工的离职意向[3]、报

复欲[5]、反生产工作行为[6]和越轨行为[7]，也使得员工的情感承诺[3]、帮助行为[8]、团队亲社会行为和建言行为[9]

降低。有研究整合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探索自利型领导对团队产生新颖且有用想法的影响

机制[10]，但关于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较少，对二者之间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解不够充分。

创新行为与资源得失息息相关。员工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资源，一旦成功能够获得许多物质

和社会资源[2]。资源保存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个人有动机保护现有资源和获取新资源[11]。自利型领导是工作

场所的一种突出压力源，其往往使员工所珍视的资源面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威胁[12]。这一情境压力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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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员工保护资源的动机，进而减少角色外行为如创新。

工作繁荣是由“活力”和“学习”体验构成的一种心理状态[13]。“活力”可以帮助个体从资源耗竭中恢复过

来，“学习”有助于个体知识掌握和技能提高，因此工作繁荣被视为一种个人能量资源[14]。根据资源保存理

论，情境压力源会消耗个人资源，导致个人资源不足[15]。处在高水平工作繁荣状态的员工会表现更多创新行

为[16]。依据“情境压力源→个人资源→个人行为”的路径，工作繁荣可能在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

起中介作用。

权力距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价值观取向，反映个体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17]。不同水平权

力距离的员工对消极领导的接受和反应存在差异[18]。与较高权力距离的员工相比，较低权力距离的员工不

愿接受权威和服从命令，更不能容忍组织内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公[19]。他们对自利型领导及由此给自己带来

的资源损失威胁有较强的负面反应，随之其个人能量资源工作繁荣可能大幅度减少，进而通过减少角色外

行为如创新来保护剩余资源的动机可能增强。因此，员工的权力距离可能调节自利型领导、工作繁荣与创

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以工作繁荣为中介变量，以权力距离为调节变量，构建并检验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深入探究自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自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

自利型领导以拥有权力、控制有价值的资源为基础来实现利己目标[20]，表现在分配稀缺资源如工资、奖

金、晋升机会、办公空间的方式上，领导者分配给自己的资源越多，留给其他人的就越少[21]，例如领导者将稀

缺资源转移给自己、窃取下属的认可以及逃避责任。不同于辱虐管理的敌对和攻击性行为表现[18]，自利型领

导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对下属的剥夺和伤害相对更隐秘[20]，主要表现为威胁下属或团队的利益，给下属

带来无形的压力和不安全感。

在工作场所中，创新行为是指员工产生和实现新的对组织有用的想法或问题解决方案[22]，是一种复杂的

角色外行为，包括想法产生、想法推广和想法实现三种不同的行为任务[1]。由于创新过程往往是不连续的，

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参与这些行为的任何组合[22]。创新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伴有失败的风险，需要员

工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投入充足的资源，但不能保证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2]。自利型领导容易抑制员工创新

行为，首先，当员工在工作中失去资源时，更容易感到如倦怠、抑郁症等形式的压力，随之参与避免资源损失

的行为[11]。自利型领导优先考虑个人目标实现和个人利益获取，忽视下属的需求和利益，把他人的工作成果

据为己有[21]，这势必带给员工面临资源损失的压力。为了缓解压力，员工可能产生减少角色外行为如创新来

保护剩余资源免受进一步损失。其次，自利型领导漠不关心下属的需求，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员工的利益之

上，利用组织资源为个人谋取私利[3]，致使员工即使拥有创新的意愿，也可能因为难以获取创新所需的资源

而固步自封。最后，员工不信任自利型领导者，担心自己的创新成果被其占为己有[5]。这种担心可能使得员

工不愿投入资源从事创新活动来取得创新成果。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自利型领导对员工的创新行为存在负向影响。

（二）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

工作繁荣是指员工在工作中体验到“活力”和“学习”的一种心理状态。“活力”指工作活跃和有精力的状

态，“学习”指获得、应用知识和技能的状态，分别反映个体成长的情感和认知基础[13]。二者联合发挥作用，共

同构成工作繁荣。如果员工正在学习但感到有压力，工作繁荣不可能实现；相反，如果员工工作中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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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乏机会学习、未意识到知识或技能增多，繁荣也是有限的。工作繁荣是个人的一种暂时性内在心理状

态，受个体所嵌入的环境因素影响，如组织内信息共享、信任和尊重的氛围、积极情感资源、关系资源[13]。

工作繁荣是一种不稳定的个人能量资源，受个人所处情境的影响[15]，如领导行为。自利型领导可能负向

影响员工工作繁荣，首先，资源保存理论认为缺乏资源的个人容易遭受资源损失[12]。自利型领导优先考虑自

身利益的获得和个人目标的实现，往往以牺牲员工的利益为代价，致使下属的资源受损[10]，其中可能包括个

人能量资源的工作繁荣。其次，自利型领导会带给下属被领导伤害感、不确定性感知和消极情绪[4]，损害团

队心理安全感[23]。心理不安的员工在工作中无心思学习，工作繁荣体验下降[24]。最后，领导者支持员工、注

重权力分享和赋予员工自主权的行为能够促进员工的工作繁荣水平[25]。相反地，自利型领导者操纵权力使

自己受益，漠不关心下属的需求和利益[20]，可能难以使下属保持工作繁荣的心理状态。

工作繁荣可能促进员工表现创新行为，当员工在工作中通过学习获得新知识和获得新技能时，可能有

足够的信心主动行动尝试新事物，并产生和实施创造性想法[16]；当员工在工作中拥有活力体验时，就会有更

多的精力和动机参与创造性工作、探索和实施新的想法和工作流程[25]；同时，活力体验内含的积极情绪，既促

进员工的扩展性认知思维和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又有助于其建构创新所需的智力资源、社会资源和心理

资源如乐观和韧性[16]。

资源保存理论中的资源损失螺旋论指出，最初的资源损失会导致资源的进一步损失，随着个人失去资

源，资源投资变得更加困难，资源损失的势头和数量不断增强[11]。因此，在自利型领导下，员工面临资源损失

的威胁，随之其个人能量资源工作繁荣可能损失，进而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策略如减少创新来保护剩余资源，

防止资源进一步流失而陷入资源损失螺旋。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工作繁荣在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权力距离作为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维度之一，最初在国家和社会层面被定义，指的是一个社会对机构和

组织内权力分配不均的接受程度[19]。在个人层面，权力距离是指组织中个体接受权力不平等分配的程度[17]。

由于社会化过程的不同，同一社会中个体对权力分配不均的容忍度不尽相同，个体之间的权力距离有很大

差异。

自利型领导特别注重个人利益，倾向于做出利己的决策，尤其在资源分配和绩效考核方面[4]，这可能损

害组织分配制度的公平性。高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对权威更顺从，承认上下级之间权力和地位的差异，倾

向于接受领导者独立做出的任何决策[19]。因此，高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可能更能容忍自利型领导及其给自

己带来的资源损失，进而通过回避角色外行为如创新来保护剩余资源的动机不太强烈。相反地，低水平权

力距离的员工不能容忍领导者的权威和管束，不愿接受组织内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公[19]。因此，低水平权力距

离的员工可能对自利型领导及其造成的资源损失更敏感，进而通过减少创新行为来防止资源进一步损失。

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员工的权力距离调节自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即员工的权力距离越低，自利型领导对创新行

为的负向影响越强。

不同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对自利型领导的反应存在差异[6]，进而体验到不同程度的工作繁荣。权力距

离较高的员工更愿意接受权力差异，将领导者视为权威人物，甚至认为其有权赚取更多。当感知到自利型

领导时，由于更能够容忍自利型领导，他们的个人能量资源工作繁荣损失的可能性较小。相反地，权力距离

较低的员工可能认为自利型领导是不可接受的，在感知到自利型领导时，其个人能量资源工作繁荣的损失

可能较多。由此可见，对于不同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自利型领导对工作繁荣的影响效应存在强弱程度的

差异。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景保峰：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工作繁荣和权力距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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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员工的权力距离调节自利型领导对工作繁荣的影响，即员工的权力距离越低，自利型领导对工作繁

荣的负向影响越强。

综合H2~H4，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对于权力距离较高的员工，自利型领导不太可能使其个人能量资源工

作繁荣损失，进而觉得没必要通过抑制创新行为来保护剩余资源。相比之下，对于权力距离较低的员工，自

利型领导使其个人能量资源工作繁荣的损失加剧，进而通过回避创新行为来防止资源进一步流失而陷入资

源损失螺旋。因此，本研究提出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研究假设如下：

H5：员工的权力距离对自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实现，即员工

的权力距离越低，自利型领导对工作繁荣的影响越大，相应地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也越强。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图1所示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图1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山西、内蒙古等地区，主要覆盖金融、电力、煤炭、制造等行业，以国有企业员工为主，

分布在人力、市场、运营、行政等部门。为了提高填答数据质量，问卷不显示变量名称，指导语中告知被试匿

名填答、收集的数据严格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21份问卷，其中有效问

卷402份，回收有效率为80.4%。样本中，男性占51.5%，女性占48.5%；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及以下的占7.2%，

大专的占 12.2%，本科的占 64.2%，研究生及以上的占 16.4%；年龄为 25岁及以下的占 10.7%，26~35岁的占

64.9%，36~45岁的占18.2%，46岁及以上的占6.2%；在本部门的工作时间为2年以下的占20.2%，2~5年的占

35.6%，5~8年的占21.1%，8年以上的占23.1%。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使用成熟的变量英文量表，经过科研团队的翻译与回译，形成中文版量表。量表采用李克特五

点计分法，从1=“完全不同意”至5=“完全同意”。

自利型领导采用Camps等（2012）[4]的量表，共4个项目，如“我的直接领导是自私、自大的”“我的直接领

导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常常伪造事实”“我的直接领导经常借公行私”。

工作繁荣采用Porath等（2012）[26]的二维度量表，其中学习维度包括“在工作中，我学到越来越多的东西”

“在工作中，我感到自己不断提高”等4个项目，活力维度包括“在工作中，我感觉自己充满活力”“在工作中，

我期盼新的一天到来”等4个项目。这些项目在中国组织情境下是合适的，足以测量工作繁荣[27]。

权力距离采用Clugston等（2000）[17]的量表，共6个项目，如“领导就该独立决定大多数工作事务，无需征

求下属意见”“领导就该使用权威和权力对待下属”。

创新行为采用Scott和Bruce（1994）[22]的量表，共6个项目，如“我常常寻求新的工作流程、技术、方法或工

具”“我会争取所需资源以落实自己的新想法”。

关于控制变量，既有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员工表现出更多创新行为，学历越高的员工创新行为越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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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年龄与工作繁荣水平显著正相关[14]，年长的员工在工作中往往缺乏创新，在组织中工作时间较长的员

工因拥有更多工作领域专业知识而表现出较多的创新行为[16]。因此，本研究选取性别（1=男，2=女）、学历

（1=高中或中专及以下，2=大专，3=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年龄（1=25岁及以下，2=26~35岁，3=36~45岁，4=
46岁及以上）、工作年限（1=2年以下，2=2~5年，3=5~8年，4=8年以上）为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使用Spss25和Mplus7软件。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各变量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48~0.932，组合信度为0.762~0.934，均高于临界值0.7，说明各

量表的信度较高。各变量所有测量项目的因子载荷为0.545~0.929，符合大于0.5且小于0.95的标准[28]，平均

方差提取量为0.502~0.779（如表1所示），大于临界值0.5[28]，说明各量表的聚合效度良好。

表1 量表的信度和聚合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自利型领导

工作繁荣

学习

活力

权力距离

创新行为

项目

SSL1
SSL2
SSL3
SSL4
学习

活力

TW1
TW2
TW3
TW4
TW5
TW6
TW7
TW8
PD1
PD2
PD3
PD4
PD5
PD6
IB1
IB2
IB3
IB4
IB5
IB6

因子载荷

0.799
0.929
0.904
0.893
0.813
0.755
0.610
0.870
0.906
0.878
0.884
0.920
0.845
0.754
0.789
0.837
0.844
0.551
0.545
0.615
0.682
0.771
0.755
0.738
0.751
0.787

Cronbach’s α

0.932

0.909

0.888

0.911

0.848

0.883

组合信度

0.934

0.762

0.893

0.914

0.854

0.884

平均方差提取量

0.779

0.615

0.680

0.728

0.502

0.560

自利型领导、工作繁荣、权力距离、创新行为之间区分效度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验证性因子分析四

因子模型与调研数据的拟合指标符合标准[29]，并且显著优于三因子模型a（Δχ2=311.073，Δdf=3，P<0.00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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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模型b（Δχ2=281.478，Δdf=3，P<0.001）、二因子模型a（Δχ2=1052.682，Δdf=5，P<0.001）、二因子模型b（Δχ
2=1132.519，Δdf=5，P<0.001）、一因子模型（Δχ2=2148.625，Δdf=6，P<0.001），说明四个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

良好。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四因子+共同方法因子模型

四因子模型：SSL、TW、PD、IB
三因子模型a：SSL、TW+PD、IB
三因子模型b：SSL+TW、PD、IB
二因子模型a：SSL+TW+PD、IB
二因子模型b：SSL、TW+PD+IB
一因子模型：SSL+TW+PD+IB

χ2（df）
297.578（127）
304.725（129）
615.798（132）
586.203（132）
1357.407（134）
1437.244（134）
2453.350（135）

χ2/df
2.343
2.362
4.665
4.441
10.130
10.726
18.173

RMSEA
0.058
0.058
0.095
0.093
0.151
0.156
0.207

CFI
0.958
0.956
0.880
0.887
0.696
0.676
0.424

TLI
0.949
0.948
0.861
0.869
0.653
0.630
0.348

SRMR
0.045
0.047
0.118
0.109
0.154
0.180
0.217

Δχ2（Δdf）
7.147*（2）

—

311.073***（3）
281.478***（3）
1052.682***（5）
1132.519***（5）
2148.625***（6）

注：Δχ2（Δdf）为与四因子模型比较的结果；+表示组合；*表示P<0.05，***表示P<0.001，下表同。

（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保证量表测量项目准确、告知被试匿名填答和调查数据保密等措施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两种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一是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未旋转主成分分析显示：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累积解释了总方差的70.796%，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9.005%，远小于临界值40%[30]。二是控制未

测量潜在方法因子影响法。如表2所示，四因子加上共同方法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与四因子模型相

比，含有共同方法因子模型的χ2值无显著变化，Δχ2（Δdf）对应的P值为 0.028>0.0005（250≤样本容量<500
时，显著性水平取0.0005）[29]；CFI、TLI、SRMR没有明显改善，ΔCFI=0.002，ΔTLI=0.001，ΔSRMR=0.002。两种

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自利型领导与员工的工作繁荣（r=-0.203，P<0.01）、创新行为（r=-0.117，P<0.05）显著负相关，工作繁荣

与员工的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r=0.525，P<0.01），如表3所示。这些结果为后续假设检验奠定了基础。

表3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1 性别

2 学历

3 年龄

4 工作年限

5 自利型领导

6 工作繁荣

7 权力距离

8 创新行为

均值

1.485
2.898
2.199
2.473
2.111
3.711
2.306
3.578

标准差

0.500
0.752
0.706
1.057
0.929
0.683
0.760
0.671

1
1.000
0.132**

-0.104*

-0.114*

-0.100*

0.096
-0.092
-0.061

2

1.000
-0.168**

-0.033
-0.008
-0.124*
-0.158**

-0.087

3

1.000
0.575**

0.041
0.062
-0.039
0.001

4

1.000
0.089
0.018
0.021
0.050

5

1.000
-0.203**

0.388**

-0.117*

6

1.000
0.004
0.525**

7

1.000
0.071

注：**表示P<0.01，下表同。

（四）假设检验

本文的研究假设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抽样5000次来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1.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员工的性别、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下，模型3显示自利型领导对员工的创新行为存在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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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截距

性别

学历

年龄

工作年限

自利型领导

权力距离

自利型领导×权力距离

工作繁荣

R2

工作繁荣

模型1
4.024***

0.137*

-0.117**

0.049
0.009

-0.145***

0.069

模型2
3.838***

0.138*

-0.082*

0.075
0.005

-0.190***

0.040
0.142***

0.111

创新行为

模型3
4.119***

-0.079
-0.079
-0.064
0.057
-0.093*

0.031

模型4
2.012***

-0.150**

-0.018
-0.089
0.053
-0.017

0.523***

0.295

模型5
3.868***

-0.075
-0.045
-0.039
0.053

-0.141***

0.076
0.107**

0.063

模型6
1.917***

-0.145*

-0.003
-0.077
0.050
-0.044
0.055
0.035
0.508***

0.301
注：交互项的自利型领导和权力距离经过中心化处理。

（β=-0.093，P<0.05），H1得到支持。模型1显示自利型领导对工作繁荣具有负向影响（β=-0.145，P<0.001）。

模型4显示工作繁荣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β=0.523，P<0.001），自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则

不显著（β=-0.017，P>0.05），表明员工工作繁荣完全中介自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进一步，自利型领

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017，占总效应的18.28%，95%置信区间[-0.082，0.049]包含0，说明

直接效应不显著；自利型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效应为-0.076，占总效应的81.72%，

95%置信区间[-0.128，-0.033]不包含0，说明间接效应显著。因此，H2得到支持。

2.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依据叶宝娟和温忠麟（2013）[31]的依次检验方法，验证有中介的调节效应。首先，模型5显示自利型领导

与权力距离的交互项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显著（β=0.107，P<0.01），表明权力距离显著调节自利型领导与创新

行为的关系，H3得到支持。对高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自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不显著（β=-0.060，P>
0.05）；对低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自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β=-0.222，P<0.001）；高低组差异

显著（β=0.162，P<0.01），如图2所示。

其次，模型2显示自利型领导与权力距离的交互项对工作繁荣的影响显著（β=0.142，P<0.001），表明权

力距离显著调节自利型领导与工作繁荣的关系，H4得到支持。对高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自利型领导对工

作繁荣的影响不显著（β=-0.082，P>0.05）；对低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自利型领导对工作繁荣的负向影响显

著（β=-0.298，P<0.001）；高低组差异显著（β=0.216，P<0.001），如图3所示。

最后，模型6显示工作繁荣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显著（β=0.508，P<0.001），自利型领导与权力距离的交互

项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则不显著（β=0.035，P>0.05），说明权力距离在自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完全通过工作繁荣的中介实现。进一步，权力距离通过工作繁荣对自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

为0.072，占总调节效应的67.29%，95%置信区间[0.026，0.125]不包括0，说明间接的调节效应显著；权力距离

直接对自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为 0.035，占总调节效应的 32.71%，95%置信区间[-0.038，
0.105]包含0，说明直接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因此，H5得到支持。

借鉴夏莹等（2021）[32]的做法，本研究检验了权力距离在高与低水平下的不同作用。对高水平权力距离

的员工，自利型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对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不显著（β=-0.042，95%置信区间[-0.092，0.008]包
含0）；对低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这一间接影响显著（β=-0.151，95%置信区间[-0.227，-0.088]不包含0）；高

低组之间的间接影响差异显著（β=0.110，95%置信区间[0.039，0.189]不包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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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员工的权力距离调节自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效应图

图3 员工的权力距离调节自利型领导与工作繁荣之间关系的效应图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实证检验了自利型领导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结论如下：

第一，自利型领导会抑制员工的创新行为。在消极领导方式自利型领导下，员工不仅难以补充创新所

需的资源，而且面临资源损失的威胁，致使通过回避创新行为来避免资源的进一步损失。

第二，工作繁荣在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自利型领导引发下属个人能量资源工

作繁荣流失，进而下属会以减少创新行为作为应对策略，避免资源进一步消耗而陷入资源损失螺旋。

第三，员工的权力距离调节自利型领导对工作繁荣、创新行为的影响。对低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而言，

自利型领导对工作繁荣、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对高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而言，这些影响效应不显著。

第四，权力距离在自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实现。对低水平权

力距离的员工而言，自利型领导经由工作繁荣的中介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对高水平权力距离的员

工，这一间接影响效应不显著。

（二）理论贡献

第一，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丰富了阻碍员工创新行为的消极领导因素。以往的研究主要运用社会交换

理论[5~6]、社会认知理论[10]、社会认同理论[7]探讨自利型领导对员工和团队态度、行为的影响，运用资源保存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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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探讨领导者自利行为的调节作用[23]。本文则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研究自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不仅丰富了自利型领导的消极影响面、抑制员工创新行为的领导因素，而且拓展了资源保存理论在自利型

领导研究领域的应用。

第二，揭示了自利型领导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内在中介过程机制。以往有研究证实团队心理安全和团

队知识隐藏中介自利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10]。与此不同的是，本文依据资源保存理论的“情境压力源→
个人资源→个人行为”的路径，发现远端的自利型领导经由近端的个人资源工作繁荣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揭

示了自利型领导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内在中介过程机制，打开了二者之间关系的“黑箱”。

第三，从个人价值观切入，丰富自利型领导影响员工工作繁荣、创新行为的边界条件。以往的研究发

现，团队的任务互依性水平越低，自利型领导对团队产生新颖且有用想法的间接负向影响越强[10]。本研究则

从个人价值观切入，探讨员工权力距离在自利型领导与工作繁荣、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从而丰富了自

利型领导影响员工工作繁荣、创新行为的边界条件。

第四，整合领导风格、个人价值观、个人资源三方面因素，构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较全面地预测员工创

新行为。以往研究构建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发现员工的权力距离调节自利型领导对反生产工作行

为的间接影响[6]。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整合领导风格、个人价值观、个人资源三方面因素，构建一个有

中介的调节模型，发现员工的权力距离在自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个人资源工作繁

荣的中介实现，不仅揭示了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之间的边界条件发挥作用的中介机制，而且比

较全面地考察了工作场所员工创新行为发生与否的机制。

（三）管理启示

第一，警惕自利型领导带来的消极影响。创新活动充满着不确定性，需要充足的资源。自利型领导为

了获取私利，往往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对员工创新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领导者应该关心员工的需

求，给予员工资源支持，鼓励员工创新，而非表现损人利己行为。组织应该优化管理奖惩制度，实施领导培

训项目，约束不顾下属利益和需求的自利行为，引导其合理用权、负责任地行事。

第二，激发员工的工作繁荣心理状态。工作繁荣是个人的一种能量资源，及时补足有助于员工创新。

为了提升员工的工作繁荣水平，领导者应该避免有损下属和组织利益的利己行为，实施公平公正的管理制

度，营造支持性工作氛围，关注员工在工作上的需求并给予支持。

第三，分类施策管理不同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低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对自利型领导的消极反应强

烈，其工作繁荣、创新行为显著降低。因此，管理者应避免自利型领导，给予他们资源支持。对遭受不公正对

待利益受损的员工，实施心理健康援助计划一对一地帮扶。相对地，高水平权力距离的员工对自利型领导

的反应不明显，其工作繁荣、创新行为没有显著降低。因此，可制定激发他们工作繁荣和创新的管理举措。

（四）不足与展望

第一，本文在同一时点由员工报告收集数据，尽管经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但未来还需要采取

上下级配对、纵向跟踪实地调查设计和实验设计进行研究，以便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第二，本文在个人单一层次探讨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未来有必要构建和检验跨层次中介作用模

型，例如研究个人层次的团队包容感、团队层次的团队包容氛围在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

介作用。

第三，本文发现自利型领导对高水平权力距离员工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不显著。今后需要探讨可能缓

解二者之间消极关系的边界条件，如主动性人格、学习目标取向、个人与组织匹配、组织自豪等。

第四，本文单一由下属评价自利型领导水平，忽视了领导者的自我评价。根据自评—他评一致性理论[33]，

今后需要探讨自利型领导的领导者自评与下属他评匹配对下属创新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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